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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集体成员权到法人成员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权的内容构造

温世扬

摘 要 相关政策和法律文件中，对农村村民存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农民集

体成员”两种表述。实际上，“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非同一概念，前者性质上

属于总有团体，后者则属于集体财产所有权行使主体，但在相关政策性文件在成员权益方面

并未对二者作出明确区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权与农民集体成员权之间既有联

系，也有区别。农民集体成员权中的自益权即财产性权利，其中包括集体土地占有使用权、

集体财产收益权、集体剩余财产分配权；共益权即非财产性权利，其中包括决策参与权和监

督权。农民集体成员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成员，除享有原“农民集体”成员的自

益权和共益权外，还应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发展股认购权、招标项目优先承担权、股东诉

权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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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所有权是我国独有的所有权形态，其权利主体为各类“农民集体”，至于农民集体成员对集体所

有的土地等不动产和动产享有何种权利，相关立法则语焉不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下文简称

《物权法》）仅于第63条第2款提及“集体成员合法权益”一词，对集体成员享有哪些合法权益未作规定。

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门颁行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强力推进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中心

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根据有关文件精神，此项改革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就是切实保障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权利。比如：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2015年11月

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中办发［2015］49号）指出，

建立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必须以保护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为核心。与此相呼应，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下文简称《民法典》）于总则编确立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地位，其组织成员亦随之享有相

应的权利。那么，前述政策文件中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究系何指？其与“农民集体”成员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权之间是何关系？厘清上述问题，无论对推进相关改革实践，还是对完善相

关法制均具有重大意义。

一、“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辨义

对“成员权利”的讨论，首先需要回答“谁的成员”问题。就农村村民的“成员权利”而言，关于其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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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成员”，相关政策和法律文件存在不同表述，其法律意蕴值得探究。

第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应当……为其成员提供生产、技术、信息等服务，组织合理开发、利用集体资源，壮大经济实力。”《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下文简称《土地管理法》）第1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

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

式承包。”《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条第1款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

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

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

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在政策文件层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

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中发［2014］1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

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1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中发［2016］1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7］1号）等“中央一号文件”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中办发［2015］4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37号）均采用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表述。

第二，农民集体成员。在法律规定层面，《民法典》第261条第1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

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该条第2款规定：“下列事项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

《民法典》第263条、第264条也采用了“本集体成员”“集体成员”的表述。在政策文件层面，国土资源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国土资

发［2011］178号）指出：“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受本农民集体成员

的委托行使所有权。”

由上文引发的问题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是同一概念还是各有所指，这一问题关系

着“成员权利”的依归与构造，不可不察。

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历史演进过程看，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形成于高级农业合作社时期，即土地

和其它主要生产资料归合作社集体所有，以合作社为基本的劳动组织形式。集体劳动，以社为单位统一

计划进行生产，产品归合作社集体占有。人民公社时期，确立了“三级所有”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模

式，即生产资料分别属于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所有，并经历了从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到以生产

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变化①。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②。20

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的推行，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受到冲

击，最终导致“政社分设”“撤社建乡”，“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模式也随之解体，但替代人民公社、生产

大队、生产队行使经济职能的集体组织并未全面建立，于是农民集体所有制失去了其实现的经济组织形

式；原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集体土地等生产资料改由乡（镇）、村、村民小组占有和管

理，但其所有权主体不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作出规

定。显然，在上述农村组织体中，高级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均属于“集体经济组织”

范畴，而乡（镇）、村、村民小组所指称的是特定的农村社区，并非“集体经济组织”。

从现行法律与政策文本看，“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例如，《民法典》第

262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

① 1962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2条规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根据各地方

不同的情况，人民公社的组织，可以是两级，即公社和生产队，也可以是三级，即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

② 197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发［1979］4号）指出：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

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任意剥夺或侵犯它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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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

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

使所有权”。《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也是如此。由此可见，集体所有权的主体是“农民集体”，而集体经

济组织只是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所有权的民事主体之一。在新近出台的中央政策性文件中，这种区

分也得到了体现。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

的意见》（中办发［2016］67号）明确指出：“农民集体是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在完善‘三权分置’

办法过程中，要充分维护农民集体对承包地发包、调整、监督、收回等各项权能，发挥土地集体所有的优

势和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37号）指出：“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资产管理的主体，是特殊的经济组织，可以称为经济合作社，也可以称为股份经

济合作社。”一些地方性法规、规范性文件在定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时，也体现了这种区分。如《湖北

省农业经济组织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在一定社区范围内，以土地

等生产资料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为基础的乡（镇）经济联合总社、村经济联合社、组经济合作社等集体经济

组织。”《广东省农业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3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原人民公社、

生产大队、生产队建制经过改革、改造、改组形成的合作经济组织，包括经济联合总社、经济联合社、经济

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经济联合总社、股份合作经济联合社、股份合作经济社等。”

综上所述，在我国现阶段，“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并不是同一概念。前者是一种经济组

织形式，后者则是特定农村社区成员的集合体。有学者早已指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与农村社区

组织成员权在历史渊源、权利内容、变迁路径等方面都存在本质的区别，但在实践中、立法中和理论研究

中却被混同了［1］（P73-74）。但新近仍有学者认为，“政社分离”后，在原生产大队层面，以村委会为管理机

关的村民自治组织和以土地所有权主体为特征的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社区中形成了诸形合一的组织形

态，即社区性集体组织，此为“实质意义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认为村民小组是现阶段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主要形式［2］（P75，77，81）。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虽不失为农村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

的一种解释路径，但与现行法律、政策存在抵牾，将“农民集体”与农业合作社等经济实体同列为“集体经

济组织”也会造成法教义学上（如主体资格、治理结构、成员权利等）的困扰。

那么，本文开篇所引政策性文件中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究系何指？本文认为，上述文件

仍是在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集体”混同的语境下使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这一用

语，而非专指形式意义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经济合作社、股份合作社）的成员权利。应当认为，

上述文件中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主要就是指农村社区组织，即“农民集体”的成员权利，因为

只有如此理解，才符合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现状（全国60.4万个村中，仅有24.4万个建立了集体经

济组织；495.5万个村民小组中，经由77.4万个村民小组组建立集体经济组织）［3］（P309），也才符合全面实

现“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这一改革目标的要求，否则就会将众多农民个体排斥在外。

二、农民集体成员权的法律意蕴与内容构造

关于农民集体成员权的涵义，学界一般从“社员权”视角予以解析。所谓社员权，是指社团中的成员

依据其在社团中的地位而对社团享有的权利［4］（P124）［5］（P109）。有学者从社员权的这一定义出发，归纳

出界定成员权概念的三个要素，即成员身份及资格、团体性质、利益属性，进而将成员权定义为“成员以

个人和私法团体的相互关系为平台，以其自身资格为基础所享有的一系列专属于成员自身的私法权利

之统称”［2］（P33-38）。这一定义较为全面准确地揭示了成员权的基本内涵，可资赞同。然而，“农民集体”

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私法团体，其成员权也有独特的法律意蕴与构造。

（一）农民集体的总有团体性质

我国《宪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外，属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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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所有；《土地管理法》第9条第2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外，属

于“农民集体”所有。可见，我国先前法律文本中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为“农民集体”。然而，“农民

集体”既不属于自然人，也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法人。虽然《民法典》确立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够

取得法人资格，但我国绝大多数集体土地属于村民小组，而其法律地位在现行法律中并未得到明确［6］

（P49）。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农民集体”之概念从创设之初就未遵循民事法律主体的创制逻辑，用传统

的权利主体理论解释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并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7］（P852）。

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学界存在以下几种较为有影响力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集体土地

所有权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享有的单独所有权，其理由略谓：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自生产合

作社阶段就在政治、法律上得到确立，并在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明确集体土地

是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雏形的“生产队”所有。当时我国法律较为落后，缺乏成熟的法人制度作为

支撑，故学理解释并不统一，但“集体经济组织”无疑是法人概念的萌芽；在法人制度臻于完善的今天，宜

以法人所有制的框架实现集体所有制，而对于具有独立人格的法人，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享有财产所有权

是应有之义［8］（P117-119）。第二种观点认为，集体组织成员对集体财产共同享有所有权，集体土地所有

权体现了共有的主要特点：主体为多数人、共有物由共有人整体享有、具有排他性特征；以共有明晰农村

集体土地的产权，能够较好体现集体所有的特征，并以此区别国家所有与私人所有［9］（P28-29）。第三种

观点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个人化与法人化的契合”［10］（P40）。第四种观点认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

性质为合有。合有只存在一个权属，具有权利统一性；合有财产永远属于具有成员身份的现存成员，其

客体具有永不分割性；以合有嵌入我国集体所有权制度之中，能够在保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真正

落实农民作为所有者的权利［11］（P43-44）。

本文认为，上述观点均存在偏颇之处。其一，现行法律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归“农民集体”，“农民集

体”与“集体经济组织”并非同义转换，两者也并非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亦即一个“农民集体”可能存

在着多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反之亦然。此外，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倘若将农民集体所有视为法人的

集体经济组织所有，那么当集体经济组织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资不抵债时，出于民事主体平等保护的基本

要求，集体土地所有权就不可避免沦为破产财产的范畴”［12］（P115）。其二，根据我国物权立法的相关规

定，共有人的权利主要有共同财产管理权、处分财产的参与和决定权［13］（P123）；易言之，在共有原理下，

共有财产权利的实现最终需要落实单个共有人，如果将集体所有定性为共有，就意味着集体财产是集体

成员个人私有财产的集合，这与集体所有的公有制性质相悖。其三，将集体土地所有权以“法人—个人”

双重主体共同所有进行解释，有违大陆法系物权法中的“一物一权”原理。其四，合有制度是英国普通法

特有的所有权形式，我国在法律渊源、法律构造、法律传统等方面与普通法系国家存在差异，与普通法传

统密不可分的合有制度能否与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衔接尚未可知；再者，合有在性质上类似于共同共

有［14］（P19），如前所述，如此定位依旧无法摆脱集体财产私有化的困境。

2007年颁行的《物权法》对集体所有权的立法表达为其定性提供了新的思路。《物权法》第59条第1

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依此规定，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主体为

“成员集体”；同时，《物权法》试图通过引入“成员权”概念（《物权法》第59、62、63条对集体成员的权利作

出相关规定），破解集体所有权制度的难题。《民法典》第261条第1款承继了《物权法》的相关规定。

本文认为，《物权法》和《民法典》所称“成员集体所有”，在性质上属于总有。总有原是日耳曼法上的

一种所有权形态，即由各个成员构成一个团体，该团体对相关事物享有管理、处分的权利，成员在团体的

限制下对事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一旦相关成员丧失在团体中的资格，相应也丧失上述权

利［15］（P266）。公元前2世纪，作为游牧民族的日耳曼人经历了一场时长达几百年的大迁徙，随后过渡到

定居时期，并开始发展农业经济。法律史学界普遍认为，这一阶段也是日耳曼民族由纯粹的氏族制度渐

入马尔克公社土地制的时期，即在由亲属关系近的团体组成的地区，包括若干家庭的氏族以村的形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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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若干村又再形成“百户”，若干“百户”再构成“区”。其中，村的部分土地归“百户”支配，剩余没有分配

的部分土地归“区”管辖。在马尔克公社土地制下，耕地属于公社集体所有，平均分配给社员使用［16］

（P223-226）。总有正是在此种上下两级团体之间套接形成的物权秩序，即对物的管理、处分权能归属大

团体，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权能下放给其小团体（公社成员家庭）。在财产支配关系中，体现着从大团

体向小团体落实的完整过程［17］（P170）。

我国的农民集体所有，在以下几方面与总有具有类似之处：首先，在日耳曼法物权制度中，呈现出

“所有权的分割是具体权能的分割”之特征。易言之，物的所有权的各项权能从所有权中分离，所分离出

来后的单个权能依旧能够形成所有权［18］（P30-31）。就我国而言，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民和集体共同对集

体财产具有统一的支配权，即农民通过集体这一“媒介”对总有物实现抽象的统一支配，最终形成“成员

通过团体、团体依赖成员共同实现所有权”的配合关系，这与总有制度相似［19］（P39）。其次，村落共同体

不能要求分割总有财产，也就是说公社成员即便脱离村落共同体，也无权请求分割总有财产。这与我国

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异曲同工，即农民对集体财产的应有份并不具体划分，享有的权利是潜在份，不能

请求分割［6］（P49）。复次，总有之下，公社家庭成员作为团体成员对标的物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权能，

是基于其特定的成员身份。我国亦如此，集体组织的财产只能分配给本集体的成员享有，本集体组织之

外的其他个人自然不能享有本集体的任何财产利益。最后，总有之下，对标的物的管理和处分需要经过

团体多数决作出决定。在我国，集体财产的管理和处分亦需要得到农民全体的同意或者表决通过，比如

《民法典》第 261条第 2款对于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的事项进行了规定，两者具有相似

之处。

有学者指出，总有系产生于低级、落后的历史时期，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格格不入［11］（P45）；或认

为总有制度具有较强的团体封闭性，与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政策存在诸多理论适用上的障碍［8］

（P119）。本文认为，其一，倘若以制度产生的年代作为判断是否契合现今社会经济发展的依据，那么肇

始于定居型农业社会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必然也应当淘汰［20］（P28-29），如此明显是说不通的。其二，作为

村落共同体存在的表现形式，集体成员资格本身必然包含着一定的团体封闭性，否则现有的农村土地集

体所有制将面临推翻重建的挑战。以总有理论解释“集体所有”，对于加强集体财产管理和保护、维护集

体成员合法权益具有现实意义。它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让土地所有权所包含的全部

权能集合起来共同行使，能够促进集体财产的合理利用，提高集体资产效益，且并不阻碍集体成员对集

体财产的私人化利用，亦不对集体土地公有制这一基本制度造成动摇。准此以论，我国现行法上的“农

民集体”实属一种以土地为纽带结成的、类似于日耳曼法上村落共同体的总有团体。在《民法典》的“三

分法”主体制度下，“农民集体”应被纳入“非法人组织”范畴［21］（P151）。

（二）农民集体成员权的内容构造

农民集体成员权作为“农民集体”这一土地总有团体各成员之权利集合，在性质上属于社员权。关

于社员权的特点，谢怀栻先生曾有精辟的阐述：社员权以社员资格（地位）的发生为基础，与这种资格相

终始；社团与其分子即成员在一定情形下不是完全平等的，社员有时须受团体意思（决议）的约束；社员

权是一个复合权利，包括多种权利，其中有经济性质的，也有非经济性质的；社员权具有专属性，只可随

社员资格的移转而移转，一般不得继承［22］（P75-76）。农民集体成员权作为社员权的一种类型，也具备社

员权的上述共同特点。就内容构造而言，社员权包含经济性权能和非经济性权能，前者称为自益权，后

者称为共益权［22］（P76）。关于农民集体成员权的内容，通说也从自益权和共益权两个方面加以分析。如

有学者认为，农民集体成员的财产性权利是指其作为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的所有权人，因其也系成

员集体中的一员，而对集体财产所享有的管理、使用、收益等各项权益；农民集体成员的非财产性权利是

指其享有的参与村民事务管理的权利［23］（P49）；也有观点认为，集体成员的自益权是指集体成员为实现

自己在集体所有权上的利益而行使的权利，共益权是集体成员为本集体的利益而参与集体所有权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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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决定和监督的权利［24］（P115-116）。有学者进一步将农民集体成员权中的自益权细化为承包土地的权

利、分配宅基地的权利、土地承包优先权、集体收益分配权、集体福利分配权，共益权细化为民主决策权、

知情权和同意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5］（P43-47）。也有学者基于股东权视角，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的自益权包括生产经营设施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征地补偿分配权、宅基地使用权、股份分红权、

退出权等，共益权则主要包括出席社员大会及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知情权等［26］（P68-71）。

农民集体成员权与集体所有权是一对辩证统一的范畴［25］（P40），二者在内容构造上具有内在统一

性，均蕴含所有权所固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能。也正是因为农民集体成员拥有各项集体权利，

作为总有团体的农民集体才不至于成为“虚化”的所有权主体，内部成员才得以各项权利的行使为手段，

彰显其作为集体成员的价值。依循财产性权利（自益权）与非财产性权利（共益权）的教义区分，农民集

体成员权的基本内容构造如下。

1.财产性权利（自益权）。自益权，即农民集体成员专为自己利益而享有和行使的权利，具体包括：

第一，集体土地占有、使用权。对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的占有、使用权，是集体所有权的应有之义，

也是农民集体成员权的重要内容，其中对集体土地的占有、使用权尤为典型。其一，对集体农业用地的

占有、使用权、收益权，即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对集体所有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农业用地予以占有、

使用，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等农业生产并获取收益。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下

文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条作了明确规定①。此项权利在成员权的意义上即为集体成员对成员集

体的土地承包请求权，后者因此负有向集体成员发包土地的法定义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1条规定的

其他方式承包中集体成员的优先承包权，也属自益权范畴②。其二，宅基地保有与取得权。宅基地是农

民集体成员的安身之本，无论是对我国土地公有制确立之前集体成员即已保有的宅基地（祖宅）的确认，

还是对因分户等产生的集体成员新建住宅用地需求的满足，都具有法理论（总有团体成员权益）和法政

策（社会保障供给）上的正当性。因此，在“一户一宅”“面积合规”等公法规制的表象下，隐含着私法意义

上的农民集体成员对成员集体的宅基地的保有权与取得（分配）权，《土地管理法》第62条“农村村民一户

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之规定的先决条件即“农村村民有权拥有宅基地”。其三，集体生产设施使用权。

对农民集体营建的水利、电力、晒场等生产设施，集体成员有权合理使用，至于是否无偿使用则依集体意

志而定。第二，集体财产收益权。除直接占有、使用集体土地并获得收益（如土地承包经营收益、土地承

包经营权流转收益）外，农民集体成员对集体土地流转产生的收益（如“四荒”土地流转收益、征地补偿收

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或出租收益）享有“持份权”，藉此有权请求成员集体分配此项收益，前文所

引述的“集体福利分配权”也属此权利范畴。第三，集体剩余财产分配权。农民集体作为地域性、社区型

的社团，具有自然存续的特点，不因部分成员的退出或全体成员的意志而解体，故一般不发生剩余财产

分配问题。但在因撤村建居、集体土地全部被征收、全体集体成员被纳入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等导致

农民集体解体的情形下，集体成员对剩余集体财产享有分配（请求）权。

2.非财产性权利（共益权）。共益权，即农民集体成员兼为自己利益和成员共同利益而享有和行使

的权利，具体包括：第一，决策参与权。农民集体成员共益权的核心内容是共同行使集体所有权之权利，

即共同行为（集体决策）参与权。对此，《民法典》第261条第2款③，《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9条第（三）项④、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

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

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1条规定：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优先承包。

③《民法典》第261条第2款规定，下列事项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一）土地承包方案以及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以外的组织或者个

人承包；（二）个别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之间承包地的调整；（三）土地补偿费等费用的使用、分配办法；（四）集体出资的企业的所有权变动等事项；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事项。

④《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9条第（三）项规定：承包方案应当按照本法第13条的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

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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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条第1款①，《土地管理法》第63条第2款等均设有规定②。通过行使此项权利，农民集体成员可以对

总有团体的决策进行充分的“事前控制”，以使其能够依照成员意志实施有利于成员集体的决策。第二，

监督权。我国现行立法对农民集体所有权采取了“代表行使”的立法模式，即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

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依法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

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依法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

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为此，应赋予集体成员对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的监督权，以维护集体成

员共同利益，具体包括集体财产状况知情权、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行为（决定）撤销权等。

三、农民集体成员权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中的扩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系由“农民集体”演化而来，但农民集体成员权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

度中应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展。

（一）权利扩展之前提：总有团体的“法人化”

《民法典》第99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可以取得法人资格。《民法典》将其与第101条所规定

的村民委员会相区分，以期达到“村民自治归村民自治、经济管理的归经济管理”之立法目的。因考虑到

各地并未普遍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民法典》第101条第2款特别规定，村民委员会可以依法代行村

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然而，农民集体与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包括代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权利的村

民委员会）之间的功能差异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前文虽已基于法律规范及政策文本对二者的概念进

行梳理，并得出二者指向不同的结论，但仍未对二者进行直接的功能对比。因其间的差异将会直接影响

农民集体成员权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中的扩张范围，故构成权利扩张具体内容之分析前提。笔者

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开放性是其与作为总有团体的农民集体的重大区别，法

人成员权的构造也应由此展开。

首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具有营利性特征，应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谋取经济利益。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法人化改革的目标，即通过将集体财产转化为法人财产，使得由组成总有团体的成员摇身一变

成为法人的社员（股东），从而具有分享财产收益的正当性。固然，此类收益的分享对自动成为社员的村

民是一种福利保障，外部人士直接享有此类福利不具有正当性。但是，若外部人士能够带来一定的资本

金，因其着实壮大了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基础资本，法人也可利用此类资本金开展生产运营并获取更多

利润。如此既能使其他户籍内村民作为股东获得更高比例的分红，也能使法人收取更高数额的公益金，

并将其用于村落经济建设。此时，因对外部人士分发红利亦构成一种对其投资的正常回报，而非简单的

福利分发，故此种利润分配具有法理与政策上的正当性，能够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户籍成员及

外部投资成员多方利益主体的共赢。因此，机械地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内部组织结构应当保持封

闭性，是对其营利性特征的忽视。此外，对于此类特别法人而言，虽然“共益性”也构成其设立的重要目

标之一，但是其毕竟与机关法人等完全依赖国家税收及财政补贴、且仅具有服务与管理功能的特别法人

不同，实乃一种“自给自足型”的特别法人，用于村落公共设施建设的公益金的数额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法人营利数额。换句话说，其“共益性”是高度依赖于“营利性”的。因此，外部资本的引入许可能为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双重制度功能的实现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其次，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保持封闭性就是坚持集体公有制的观点并不恰当。毕竟根据《民

法典》第262条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仅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行主体，而非农民集体本身。农

①《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2条第1款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

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②《土地管理法》第63条第2款规定：前款规定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出租等，应当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

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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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的目的之一，即是为了盘活集体资产，通过确认所有权归属的方法使得集体财产

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并使集体成员能够分享利益。其与依据户籍所确定的农民集体，并以福利保障为中

心的农民集体成员权本就不完全相同。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应当坚持封闭性的观点指出，虽然

其内部组织结构只能由户籍内成员组成，但是法人可以通过直接投资其他企业法人的手段获取生产经

营收益［27］（P183）。笔者认为，无论是对其他企业进行投资，还是直接通过引入外来资本增加资本额，都

是具有营利功能的法人为了谋求扩张所采取的正常经营战略，人为限制、干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经

营战略的选择，法理上的正当性存疑。如前所述，因营利构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设定目标，共益

性又高度依赖于营利性，故究竟应当采取何种经营策略，何种手段能够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都应当

交由法人自决。简单以维护公有制作为理由，禁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正常的资本扩张，人为干预了

法人本于理性的战略决策，反倒可能使其陷入财务困境。况且，认为坚持封闭性就等于坚持了公有制的

观点，不可避免遇到的逻辑悖论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为何就不再具有公有制

的属性，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市场化，并引入外部资本？诚然，外部资本的引入可能会带来少数

人控制的问题，但此问题完全也可以通过具体、合理的制度设计加以解决。如通过引入集体股、提高公

益金提取比例，限制外部成员于特定情形下的表决权等方式，可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得以实现谋取

经济利益及为村落提供经济服务的微妙平衡。

再次，一些地方法规也明确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应系开放式的组织结构。如《浙江省村经

济合作社组织条例》第19条第1款规定，本条例第17条、第18条规定以外的人员，履行村经济合作社章

程规定义务，经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可以成为本社成员。另如《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

公司条例》第 29条第 5款规定，其他符合章程约定的组织或个人，可通过认购募集股的方式加入法人。

此类地方性的实践表明，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与农民集体相区分，打破传统的户籍束缚，也是契合

实践理性的需求。

综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组织成员共有两类：依据户籍直接成为法人成员的村民、通过提供

资本而成为法人股东的外部成员。正是因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相比作为总有团体的农民集体以营利性

为重要组织特征，令法人内部保持完全封闭的结构并不妥当，故应当允许外部成员的加入。又因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人是由总有团体“进化”而来，也具有部分社会保障职能，且在内在功能上与有限责任公司

相对封闭的组织架构具有一致性，相比具有资本优势的外部人员，村民成员可能在经济上处于劣势地

位，二者亦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利益冲突，故赋予作为固有成员的村民一定程度上的优先权、维持组织

内部成员的相对稳定亦属必要。在此基础上，对于农民集体成员权而言，其应在最大程度上参照公司法

人（尤其是具有相对封闭性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治理模式予以拓展。

（二）权利扩展之具体内容

如前所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后，农民集体成员权由法律地位未获得正名的总有团体之成

员权“进化”为法人成员权，经由特别法的宣示，其内容不但应当得到延续，而且应当在“股东权”的语境

下得到扩展。具言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除享有原“农民集体”成员的自益权和共益权外，还应

享有以下权利：

第一，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集体所有权“代表行使”机制下，作为总有团体的成员集体并无自身独

立的机关构造，集体成员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也无法得到彰显（《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

定的村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并不属于私法意义上成员权的范畴）。而在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中，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集体成员参与法人治理的基础性权利，此点在一些地方立法中已得到了确认。选

举权与被选举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与其身份共生共灭的固有权利，不得通过法人章程或

决议予以剥夺，但二者的行使须以该成员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为条件。因为就被选举权而言，担任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代表、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之集体成员无疑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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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选举权而言，也只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集体成员才能通过其共同行为形成有效的决议①。但在

被选举权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应享有一定的团体自治权，即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序良

俗的前提下，通过其组织（法人）章程对其成员的被选举权设定一定的实现条件。例如，可参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下文简称《公司法》）第146条的规定，在章程中设置集体经济组织理事、监事及经营管

理人员任职的消极条件，如在一定期限内排除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罪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的集体成员的被选举资格。

第二，发展股认购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可能为了扩大生产经营、筹集新的融资而发行新股。

虽然有观点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系农民集体法人化的产物，两者乃同一事物的不同面向，因此

应当坚持其封闭属性［27］（P182）。然而如前所述，应当以“总有”理解农村集体，其并不完全等同于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人。况且出于为社员获取盈利及提供公共服务的目的，法人必然会有融资需求。此时村

民可选择追加出资，将货币、土地经营权等实物投入以换取股份。其中，以土地经营权投资入股的方式，

既能实现农村土地的规模化经营，避免土地被闲置，又能同时提高农民的收益、发挥对农民的福利保障

功能，从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赢。值得注意的是，若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具有良好的发展前

景，外部成员也有可能通过投资的手段加入其中。如根据《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第29条第

5款的规定，符合章程规定的其他组织或个人可以认购的方案加入股份合作公司。此时村民作为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内部成员，是否具有优先于外部成员的优先认购权？笔者认为，对此应持肯定立场。

优先认购权的设定初衷是为了维系封闭公司（主要是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对于采纳此种治理结构

的公司而言，维持股东比例利益的重要程度甚至要超出融资便利程度。也就是说，相比较于融资需求，

封闭公司应当更强调股权结构的保持，故应限制外部人士投资入股［28］（P81-8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

论采纳何种组织形式，皆属人合性较强、相对封闭的法人组织，并不以公开发行股票为手段向社会进行

融资，故对外部人员的加入也应当持保守态度。否则的话，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会因资本属性的加强而

异化为纯粹的营利法人，其法人化改造也会偏离改革的重心。因此，当公司以融资、扩大生产经营为目

的发行新股（发展股）时，村民作为法人的内部成员应当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认购权，以维系成员结构

的相对稳定。

第三，招标项目优先承担权。此项权利与前述发展股优先认购权在功能上具有相似性，皆为内部成

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取得财产的权利。对此，《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1条设有类似规定，即以其他方式承

包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优先承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带有共益功能的、相对封闭的法人

团体，也应当优先惠及其内部成员，为其提供更多的投资渠道。《土地管理法》虽然没有规定集体成员对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优先取得权，笔者认为应对此作相同解释。“四荒”土地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虽

属资源性资产，但因可较为自由地流转、利用而具有了部分经营性资产的属性。无论是对“四荒”土地的

承包经营，抑或是对集体经营性建设性用地的利用，因二者都已经不再是简单保障农民基本生存利益的

福利性资产，故应于法律后果上对二者同等对待，尽可能开放对此类土地资源的利用。当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提出以同等条件优先承包（承租）、受让土地使用权时，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向其发包、转让。为了保

障村民招标项目优先承担权的行使，集体经济组织应当预先为村民设定内部招标程序，由竞价最高者取

得土地使用权。若内部成员因地价过高等原因均未成功获得竞标土地的经营权时，才应当开启公开招

标程序，在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同意对外转让的情形下，由外部人员取得土地使

用权。即便会议已经达到了通过的法定要求，在会议上不同意转让的村民仍可行使招标项目的优先承

担权，即可请求在同等条件下集体经济组织应首先向自己转让土地资源，使得法律对法人成员利益的保

护能够贯彻始终。当然，未来立法上应当设定优先转让通知的宽限期，超出此期限的优先转让通知应归

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章程（试行）》第14条规定：成员大会是本社最高权力机构。成员大会由本社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全体成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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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效，从而令外部人士能终局地获得土地使用权。

第四，股东诉权。当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成员的股东权益受到他人侵害时，股东可直接提起侵权诉

讼。无论是自益权受到侵犯，抑或是共益权受到侵犯，结果均不应有所区别。值得注意的是，因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法人系相对封闭的法人团体，人员之间的流动并不具有开放性，故可能存在股东之间形成联

合体后，欺压少数成员的问题。譬如，在村民想要退出法人时，因为封闭型法人并不存在公开的股权转

让市场，其股权价格难以得到公正评估，毕竟纯粹的账面资产通常难以真正反映股权的真实价格。即便

股权转让已经获得了股东大会的同意，有意受让的第三人也可能会因购买股权后在法人中占据少数地

位而望而却步，最终导致村民无法退出。若继续留在法人中，法人章程可能会规定严格发放利润的条

件，或者只是在形式上发放利润。若个别成员想要退出法人，可能会不得已接受其他成员提出的不公正

低价，进而产生个别成员被欺压的结果［29］（P10-20）。此时应当赋予成员在受到不当压迫时正常退出法

人的权利，以及对违反信义义务的董事（理事）、监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在股东滥用权力的情形下，受害

股东也可向其请求损害赔偿。

股东会的决议可能因程序违法或违反法人章程而可被撤销，法人成员此时亦可提起决议撤销之诉。

因股东会决议的撤销具有消除决议违法性、维护法人成员共同利益的功能，故其系一项共益权［30］（P85）。

因撤销之诉乃共益权行使的体现，故任何成员都可以提起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而不应设置持股比例要

求。当然，为了维持决议的相对稳定性，对成员提起股东决议撤销之诉的时间应当有所限制。对此可参

考《公司法》第22条的规定，将期限定为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此外，在股东会决议违反法律的强

制性规定，抑或未达到法定人数要求而自始不成立的情形下，法人成员提起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之诉应

不受上述期限限制。

在法人利益受到内部人员侵犯，而法人的董事（理事）、监事怠于提起诉讼的情形下，作为股东的村

民亦可提起股东派生诉讼。因为维护法人的利益亦可间接维护法人股东的利益，故由村民提起股东派

生诉讼具有正当性。当然，股东提起派生诉讼应当有法定前置程序。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之后，

其应设立较为完备的组织机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理事会）及监事会。股东大会作为权力机关，原则上

并不执行具体的决策，决策及监督事项应当分别交由董事会（理事会）及监事会行使。在董事（理事）成

员违反勤勉义务及忠诚义务，作出有损公司利益的行为时，董事（理事）可能会影响、操纵集体法人，使法

人怠于对其提起诉讼。在董事会（理事会）职能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形下，应当由监事会代表法人对此类

人员提起直接诉讼。若监事会怠于行使职权，作为股东的村民即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派生诉讼。派生

诉讼的胜诉利益属于法人，股东胜诉后应将所得损害赔偿款项移交法人。与前述提起股东会决议撤销

之诉的机理相同，法人成员提起股东派生诉讼是基于共益性的要求，具有利他属性，故所有成员不论持

股比例如何都应享有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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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Rights from Farmers' Collective Membership To
Legal Person Membership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Wen Shiyang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Farmer collective" and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are not of the same con‐

cept. The former belongs to a gesamteigentum group in nature, but the relevant policy documents do not

make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in terms of memb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The property rights in the

collective membership rights of farmers include the right to occupy and use collective land, the right to bene‐

fit from collective property, and the right to distribute the remaining collective property. The non-property

rights include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decision-making and the right to supervise. As a legal person member

of a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farmers' collective members shall enjoy the right to vote and be

elected, the right to subscribe for development shares, the right to take priority in undertaking projects, and

the right of shareholders to appeal.

Key words farmers collectiv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members' rights; self-benefit

rights; common interest rights; property rights; non-property rights

■收稿日期 2021-11-06

■作者简介 温世扬，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 李 媛

··153


